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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是社会企业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我国港台地区政府在各自社会企业成长过
程中扮演的角色发现，政策实施逻辑的出发点、政策操作路径、政府介入的深度和广度、对待强制性工具的态
度以及与民间组织合作的程度这五个面向表现出差异。与此同时，两地推动社会企业成长的政府角色也存在
相同点：行政手段是政策推动的首要切入点；介入主体多元；具有弱强制性工具选择倾向。本文还探讨了政府
角色背后的逻辑：（1）政府角色共性源于社会企业本身的混合属性；（2）政策逻辑的出发点关系政策工具性质
的选择；（3）赋能比赋权更有效果；（4）与民间组织的协作程度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受到官民间信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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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简称“社企”）是
继“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志愿部门失灵”的另一
条出路，是许多国家或地区用来促进经济增长、解
决就业问题、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政策性工具。近
年来，我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的社会企业蓬勃发展，
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学界对香港和台湾的社会企业已有一定研
究，探讨主题多样。如对香港和台湾社会企业发展
现状的描述性研究、社会企业类型与社会影响力
研究、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的关系、社会企业内部
治理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和台湾社会企业经
常被放到一起讨论，例如官有垣等就两地社会企
业的组织类型、服务对象、营销策略、人力资源、资
金来源、决策与治理进行比较分析。[1]以及从情境
视角比较两地社会企业的运作环境、公共政策、产
生的社会效益。[2]再者，透过治理角度解析组织内
部治理模型和外部治理情境共同作用下的组织结
构转型与制度适应等方面的问题。[3]以上研究或多
或少提到政府对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
专门就这一角色的分析较少。刘小霞在2012年曾
概述过香港和台湾两地政府推动社企发展的措
施，[4]但是由于时日已久，且提及的面向有限，并缺
乏深入比较分析。因此，本文的研究拟弥补这一研
究空白，深入比较分析政府角色在香港和台湾社会
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异同以及背后的逻辑。
二、文献综述与资料收集
（一）文献综述：政府角色回顾——英国、美
国、韩国与新加坡
英美国家是社会企业的先发地区，有着较为
成熟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和政府支持体系。在英
国，由于政府认为社会企业是解决失业、歧视、低
技术、低收入、居住环境恶劣、高犯罪率、患病、家
庭破裂以及社会孤立的好途径，因此一直以来英
国政府都支持社会企业发展。[5]和其他国家相比，
英国社会企业发展所受到的环境支持力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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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以来，英国政府建立了一个有力的社会
企业发展的生态系统，包含法律规则制定、政府采
购政策实施、金融产品开发、智囊团打造、中介组
织建立以及广泛宣传等方面来促进社会企业发
展，具体做法包括：（1）确立社会企业发展的总方
向，与社会组织、志愿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推
进社会企业发展；（2）设立专门部门协调社会企业
发展工作，2001年贸易及工业部成立社会企业组
（Social Enterprise Unit），找出社会企业发展中面
临的问题，并建立友善环境以实现社会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3）制定社会企业发展计划，例如在
2002年出台了《社会企业——一个成功的战略》，
2006年发布《社会企业行动计划：勇攀高峰》；[6]（4）
修订特定的规管框架，政府在《2004年公司（审计、
调查和社区企业）法令》中增设符合社会企业法律
身份的公司类别——社会公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并在当年成立了社会公益公
司规管局；（5）优先让社会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提
供公共服务；（6）扩大社会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
资难度；（7）建立社会企业培训体系，并不断改进；
（8）促进社会企业与政府合作等。[7][8]
美国政府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特点不同于英
国政府，美国的“自下而上”发展模式与英国的“自
上而下”推进模式形成鲜明对比。[9]具体行动包含：
（1）建构完善的创业政策体系，特别注重创业教育
的建设，鼓励学界研究社会企业，学校开设社会企
业课程；[10]（2）设立适合社会企业发展的法律框架，
2008年以来先后增设了四种组织法律形式——低
利润有限责任公司、弹性目标公司、社会目的公司
和公益公司；（3）投入资金资助与税收优惠政策，
1998年，美国联邦税务署推行了有利于社会企业
发展的“非关联业务所得税”；（4）缓解社会企业人
力资源问题，打破地区之间、产业之际的劳动力流
动障碍，吸纳更多合适的员工。[11]总的来说，美国政
府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方式更为间接，直接介入
的措施较少。[12]
韩国与新加坡是亚洲国家中政府支持社会企
业发展比较突出的两个国家。韩国政府在助力社
会企业发展程度上，是一个强力推手，是亚洲唯一
一个通过设立社会企业专法来支持社会企业发展
的国家。韩国政府与英国政府有相似政策缘由，都
认为社会企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好方法，并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支持社会企业发展，到目前为止已
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支持性制度体系，[13]这些支持
性措施包括：（1）制定社会企业专法——《社会企
业育成法》，建立社会企业制度基础并给予社会企
业合法性；（2）建立社会企业认证制度，劳动部主
管认证工作，为社会企业概念清晰化与身份识别
做保障；（3）成立专门负责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公
共部门——韩国社会企业振兴会，为社会企业提
供培育、监管、咨询、评估等服务；（4）给予财政支
持，对新雇佣的社会企业员工进行费用补偿、保险
补助，资助高额运营咨询费用；（5）加强中央政府
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共同推进社会企业发展。[14][15]
新加坡政府认为社会企业是完善社会福利制
度的重要组织形态，应当给予适当支持，建立适合
社会企业发展的生态系统，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
具体措施有：（1）拓宽资金筹集渠道，例如修改社
会企业基金条件，开发分阶段给予社会企业资金
的融资模式，或发展股权、贷款等多元金融工具，
或放宽次级组织（Secondary Organization)①的成立
条件以更好地为社会企业提供融资支持。（2）做好
人力资源储备工作，重视创业教育、培训青年创业
社会企业、鼓励创新创业，“The Youth Social En-
trepreneurship Programme（YSEP）”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3）建立社会企业认知共识，向民众推广
宣传社会企业理念和行动，从学界研究到会议论
坛以及竞赛，政府都竭力扩大社会企业的影响力。
（4）促进社会企业自身能力建设，给予社会企业商
业运营指导和商业模式建构。[16]
尽管社会企业是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重要途
径，但是各国或地区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方式并
不一样，这需要根据每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社会
问题、经济发展需求而定。例如，英国政府对社会
企业的扶持和治理做了全面的工作，政府推动社
会企业的政策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指向性。[17]美国
政府的支持相当宽松，以非营利组织支持为媒介，
鼓励社会创新，不直接干预社会企业发展，主张自
下而上的发展模式，[18]对社会企业的法律制度安排
也颇具灵活性与多元性，社会企业具有多样化的
组织形式。[19]韩国政府的推动方式则具有更强的工
具理性，直接以立法方式带动，而新加坡采用多样
化的政策工具，注重与民间团体的互动，增强社会
企业商业导向能力而不是作为“看门人”把关社会
企业“身份标签”。[20]
从英、美、韩以及新加坡等国的发展经验中可
知，政府在资金提供、政策支持、法律制定、部门设
定、宣传扩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每个政府
在支持力度和方式上面还是存在差异。政府的角
色在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
情境因素，因地制宜定位，扮演适当身份。[21][22]
（二）资料收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企业，根据非概率抽
样（Nonprobability Sampling）中的目的抽样（Purpo-
sive Sampling）原则选取了香港和台湾两个地区的
社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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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政府是如何影响社会企业发展的，相较于欧美
国家，香港和台湾的社会企业发展经验对大陆更
具有借鉴意义：（1）分析对象的选择影响经验参考
体系可移植的程度，欧美国家的社会企业发展甚
好，但是与大陆情境相差较大，政策体系可汲取的
价值较低；[23]（2）香港、台湾与大陆均从中华民族一
脉相承的文化中发展而来，在社会、语言、价值观
方面相似程度高，且地缘更为接近，因此，香港和
台湾的社会企业发展启示对大陆更为受用。基于
此，本文拟透过香港和台湾社会企业生长模式挖
掘两地政府的行为角色，以作为大陆政府推动社
会企业之用，鉴别性地吸取经验与教训。
根据研究需要和研究目的，本文收集了大量
一手、二手资料，二手资料列举详见表1。这些二手
资料包含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期刊论文、著作、调
查报告、政府政策方案、重要新闻、官方网页资料
等。收集渠道来自知网、EBSCO、台湾学术文献数
据库——华艺线上图书馆、②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
加值系统等数据库以及谷歌学术、百度学术。另外
社会企业的文本资料大部分从相关官方网站获得。
一手资料部分，通过实地访谈方式收集。香港
部分主要访谈了SEBC的主要负责人Jessica，采用
的是非结构式访谈法，无具体的访谈提
纲。相较于香港，大陆对台湾地区的社会
企业发展信息掌握得并不那么全面，为了
弥补这一缺陷，笔者实地到台湾地区，③拜
访了9家机构（见表2），用个体深度访谈
法（Individual Depth Interview，IDI）收集
台湾社会企业的一手资料。根据目的抽
样原则选取了8家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企
业和主管社会企业登录平台的台湾公益
团体自律联盟（简称自律联盟）进行深度
访谈，之所以选择这9家机构作为访谈对
象“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主流观
点，而是因为他们的经历和态度将全面地
反映所研究的问题”。[24]访谈过程中，以半
结构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
式进行，在征得被访者意见后录音，每次
访谈至少30分钟，时间较长的达两小时。
表1 部分香港、台湾社会企业二手资料列举
资料类型
具体实例
香港 台湾
政府推动计划/
政策
《创业展才能计划》《伙伴倡自强计划》《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
划》《社会企业挚友嘉许计划》《社企奖励计划》
《社会企业行动方案》《培力就业计划》《多元
就业开发方案》“2015年度施政绩效报告公
告版”“试行推动社会企业登录机制会议记
录”“公司法修法社企篇焦点座谈逐字稿”
研究报告
《香港社会企业——透视香港社企实况（2014）》《社企力——
香港社企概况（2012—2013年）》《英国、西班牙和香港的社会
企业政策》Social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Toward a Con-
ceptual Model（2008）
《2015台湾社会企业调查报告》
重要参考网站
SEBC、香港社联、香港社会企业官网、好好社企、社企民间高
峰会、社创基金、汇丰银行、民政事务局、社会福利署
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台北社会企业创新
创业学会、社企流、社会经济入口网、青年创
业圆梦网、台湾社会企业园、社会企业聚落
印刷材料
（电子本或
纸本）
《社企指南》（2015、2016、2017）《社企营商二十式》《好好开社
企：组织结构及法律形式的选择》《好好开社企：初创社企实用
手册》《伙伴倡自强通讯录》《社企缤纷由我创》
《有温度的经营》
社企竞赛 香港社企挑战赛 TiC100社企创业竞赛办法
注：该表由笔者自制。
机构名称 机构性质 被访者 访问时间
台湾
喜憨儿基金会 NPO 林董事长特助 2016年12月20日
多扶事业有限公司 PO 陈主任 201年1月6日
台湾美丽关怀协会 NPO 创办人赖小姐 2017年1月6日
众社会企业 PO 林董事长 2017年1月10日
格外有意思 PO 创办人馨妤 2017年1月16日
光原社会企业 PO 王董事长 2017年1月16日
蒙恩听障烘焙坊 PO 潘执行长 2017年1月17日
慢飞儿 PO 赵主任 2017年1月20日
自律联盟 NPO 孙组长 2017年1月16日
香港 SEBC NPO Jessica 2018年3月1日
注：该表由笔者自制；NPO表示该机构为非营利组织，PO表示该机构
的注册形式为公司。
表2 访谈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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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结束后，将录音转换成逐字稿，最后整理出约
12.5万字的文本。
三、港台两地政府如何推动当地社企发展
（一）香港特区政府：建立社会企业成长生态圈
1.调动多个部门，分工合作，必要时设立专职
机构。参与社会企业行动的政府部门包括食物及
卫生局、社会福利署、民政事务局以及其下面的民
政事务总署、发展局等。为了使推动工作更有针对
性，香港特区政府先后成立了多个机构负责社会
企业的管理，如“社区投资共享基金”“市场顾问办
事处——创业轩有限公司”“扶贫委员会”“社会企
业支持小组”“社会企业咨询委员会”等（见表3）。
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社会企业行动既有横向的广度
也有纵向的深度。出动部门除了律政司司长目前
还没有公开举措，其他部门均有参与，而且这种参
与是跨层次的，既有财政司领导的扶贫委员会，也
有民政事务总署的积极行动（详见图1）。这些部门
和新成立机构所提供的支持也很丰富，囊括宏观
的统筹发展与政策建议，微观的资金协助与能力
建设支援，并且在不断完善中。
2.推出多个资助计划：提供社会企业创办种子
资金。香港有一半社会企业的启动资金来自特区
政府资助，⑤截至2014年，累计资助了约10亿元港
币。⑥社会福利署在2001年实施了《创业展才能计
划》，为香港的非营利组织提供种子基金成立社会
企业，以市场主导的方式改善残疾人的就业情况。
2006年民政事务总署推出《伙伴倡自强计划》，以
配合扶贫委员会以地区为中心的扶贫工作，向符
合资格的非营利机构提供种子资金成立社会企
业，协助弱势群体就业、自力更生、融入社区。发展
局于2007年开展了《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鼓
励香港非营利机构申请成立或合办社会企业，保
护古迹，并创造就业机会。这三个主要的资助计划
的资助对象均为非营利组织，这样的一种资助倾
向带来的结果就是香港社会企业的组织模式中大
部分（60%）属于非营利团体的下属部门。⑦这些计
划的资助效果也较为乐观，对社会企业有1元投
放，就可以得到7元回报。⑧
其中有数据显示《伙伴倡自强计划》资助了香
港1/3的社会企业，在资助期满后，仍有8成能够继
续运营。⑨
3.积极推广社会企业：加深公众对社会企业的
认知。香港社会企业自身用于推广的费用相当少，
仅占所有支出的3%，⑩特区政府在社会企业推广
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不错成效，知悉社企人
士的比率从2009年的59%增长至2013年的79%。輥輯訛
推广策略多样，线上与线下结合，电子媒体与纸质
媒体结合。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社会企业专题网
站、輥輰訛成立社会企业宣传小组、制作宣传片及海报、
开播电视节目和电台节目、举办展销会和社会企
业民间高峰会等。高峰会最初由民政事务局于
2007年首次举办，2008年起则资助民间筹办。
4.促进跨界别合作：搭建社会企业发展平台。
香港特区政府在推进社会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
着“牵头人”或“媒人”的角色，带动多个界别推进
社企发展，SEBC、“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简
称“社创基金”）“社会企业伙伴计划”是跨界合作
的典型例子，以及上文所提到的社会企业推广，也
是政府与其他机构合作展开的。
HKCSS获社会福利署扶弱基金拨款及汇丰银
行慈善基金赞助于2008年成立SEBC，后续持续得
到社会福利署、民政事务总署、工业贸易署等政府
机构的资助。该中心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香港
律师会、麦肯锡公司（香港）、冯氏慈善基金有限公
司等多间商业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用跨界别的
方式凝聚社会资源，致力于推动香港的社会企业
时间 主管部门 新成立机构 成立目的
2001年 食物及卫生局 社区投资共享基金 建立社区自助的社会资本
2002年 社会福利署 市场顾问办事处——创业轩有限公司 为新创社会企业提供全面的能力建设支援
2005年 财政司司长 扶贫委员会 系统推进社会企业发展
2007年 民政事务局 社会企业支持小组 统筹发展社会企业工作
2010年 民政事务局 社会企业咨询委员会 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表3 负责社会企业管理的新设机构
注：该表由本研究绘制。
图1 主管香港社会企业的主要政府部门架构图④
注：灰色背景表示直接与社会企业工作相关的部门。
行政长官
律政司司长 政务司司长
食物及卫生局
局长
民政事务局
局长
劳工及福利局
局长
发展局局长
食物及
卫生局 民政事务局
社会福利署 发展局
扶贫委员会民政事务总署
财政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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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精神和社会创新。SEBC对香港社企发展的贡
献有：（1）每年编制《社企指南》，总结社会企业发
展状况，为置于指南上的社会企业提供更多企业
采购机会；（2）创办社会企业网上购物商店——
“好好社企”（Good Goods），拓展社会企业销路，并
在该网站上放置政府或企业采购信息；（3）协助包
装产品，提升社企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4）创新
社企产品购买服务，印制社企礼券，扩大社企产品
或服务销路的灵活性；（5）管理政府性场地，为社
企提供优惠的、位于市中心地段的店铺；（6）建立
资源网络，为中小型社企提供免费指导财务、法务
等咨询服务。輥輱訛
社创基金由香港特区政府投资5亿元于2012
年年底设立，之后交由扶贫委员会管理运作，并委
聘HKCSS、理大科技及顾问有限公司、心苗（亚洲）
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及叶氏家族慈善机构为四家协
创机构，启发社会创新精神，培育社会企业家。另
外一个是“社会企业伙伴计划”，民政事务局媒合
商业企业与社会企业，建立师友关系，商业企业为
社企提供营商顾问及指引服务。“官、民、商”合作
推进社会企业发展是香港政府特区政策方向的突
出特点，社会企业生长在社会中，汲取社会的“养料”
成长。
5.特区政府助力社会企业发展的其他措施：打
造完善的“生态系统”。给予税收政策优惠，近三年
几乎每年均有80%的社会企业获得免税资格。輥輲訛提
供运营上的帮助，出版社会企业经营《营商·二十
式》，制定系统化证书培训课程。资助民间举办“香
港社会企业挑战赛”，培训新一代的社会企业人
才。透过“社会企业奖励计划”奖励优秀社会企业，
还通过“社企挚友嘉许计划书”，表扬为香港社会
企业提供各种支持的人士及机构，以及支持民间
机构建立社会企业认证机制（SEE Mark）。
（二）我国台湾地区政府：从间接辅助到直接
打造适宜的生态环境
我国台湾地区政府推动社会企业的行动可划
分为两个阶段，围绕两个重要方案展开。以2014年
社会企业元年为界线，在此之前，政府透过《多元
就业开发方案》支助民间团体輥輳訛间接孵化了一批
NPO型的社会企业，即方案中所提及的“经济型计
划”，輥輴訛这也是目前大部分所存文献中探讨的台湾
社会企业的发展类型。另一部分就是社会企业元
年以来的动态，这部分是政府直接针对社会企业
而开展的行动，以《社会企业行动方案（2014—
2016年）》为推动纲领，重点在于打造有利于社会
企业生长的整体生态环境，而不是针对单个单位
的支持。
首先来看2014年之前这一阶段，重点措施是
“劳动部”出台的《多元就业开发方案》。该方案实
施的背景，由于台湾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失业率
和9·21大地震，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和灾后家园重
建，劳动部先后推出了“以工代赈”“就业重建大军
就业重建计划”“培力就业计划”“永续就业工程计
划”，建立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协作解决社会问题
的伙伴关系和成功经验，然后于2002年6月在“永
续就业工程计划”的基础上推出了《多元就业开发
方案》，开启了社会企业在台湾发展的大门。[25]
基于《多元就业开发方案》给予社会企业发展
的支持性措施：就申请的民间团体提供人力上的
补助，具体补助面向：用人费用、其他费用和人员
留用奖励，补助期限最长三年。
第二阶段，以“行政院”为首，联同“经济部”、
“劳动部”“卫生福利部”“财政部”“发展委员会”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组织跨部会、促联
合方案积极推动社企发展，推出了专门针对建构
社会企业生长环境的《社会企业行动方案（2014—
2016年）》，计划在三年内（2014—2016年）支出11
亿元台币（约人民币2.47亿元）投资于调法规、建平
台、筹资金、倡育成四个面向，为台湾社会企业发
展打造一个有利的生态环境。輥輵訛
（1）调法规：扫除社会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障
碍。台湾目前还没有社会企业专法，只是有打算在
原来的“公司法”、“人民团体法”等条例上适当修
改以有利于社会企业合法性身份的确立，减少运
营上的限制。同时通过修改政府采购条例，优先采
购社会企业产品，建立政府电子采购与社会企业
登录平台的连结，为社会企业开拓产品或服务销
路。在税收政策上，NPO型社企享有租税减免优
惠，而公司型社企则不能享受此等优惠，台湾地方
政府在2015年6月召开了“社企型公司保留盈余税
务法规调适座谈会”，2016年12月召开了集结政
府、产业界、学界等多领域的“公司法修法社企篇
焦点座谈会”，争取能够为这类社企减轻经营负
担。輥輶訛法律调整在台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政
府有意向并采取相关行动为社会企业发展打造合
适的法律环境，具体的调试方案还在酝酿中。
（2）建平台：推广社企、建立辅导机制。我国台
湾地区政府在社企推广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如
办理合作社型社会企业推广活动，倡议妇女微型
创业；多次举办社会企业社区讲座、社会企业假日
市集，加强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同，另外还将每年
11月定为“社会企业月”，以市集、论坛、分享会等
为主题的形式推广社会企业；编制社会企业标杆
案例，让有意创办社会企业的人士了解社会企业
运作；延伸青年创业计划，在“青年创业及圆梦网”
上设置“社会企业专区”，希望青年关注社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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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形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另外劳动部专门创建
了“社会经济入口网”放置社企相关咨讯和资源。
除了让公众认识什么是社会企业，政府同时开办
社会企业教育与培训工作以提供社企运作方面的
支持。制定并开设社企教育课程训练，结合“劳动
部”已经在推行的《多元就业开发方案》《培力就业
计划》，共享培训资源。
（3）筹资金：拓展社企融资渠道。我国台湾地
区政府为台湾社企开拓了多样化的资金筹集方
式，包含建立“平民银行”，协助经济弱势者资产累
积及微型贷款。公益创投，“行政院”于2015年促成
民间筹设“社会福祉及社会企业公益信托循环基
金”，为社会企业早期发展提供小额投资的资金协
助；2016年通过“‘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协助社会
发展投资作业要点”，“国发基金”匡列10亿元台币
（约人民币2.2亿元）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申请者可
以获得政府最高四成的投资。輥輷訛媒合企业以CSR的
形式向社会企业挹注资金，或向社会企业购买产
品及服务。以及协助社会企业登录创柜板輦輮訛公开募
集资金，目前“多扶事业有限公司”已成功登上创
柜板。另外社会企业也可以通过信保基金融资。
（4）倡育成：开发社企人才，建立育成中心。透
过“大专毕业生创业服务计划”“社会创新创业竞
赛”“TiC100社会创业竞赛”等发展学校育成资源，
挖掘新一代的社会企业创业家。举办“社会企业家
育成及创业辅导”活动，辅导社会企业运营。设立
“社会企业共同聚落”，社企聚落由前“行政院”院
长的官邸改造而成，用以凝聚社会企业社群，现在
是社企交流、办公、培训、资源汇聚等重要育成基
地。截至2015年12月底，在该聚落共办理了175场
社会企业议题相关活动，共5947人参与，另有36组
国内外团体参访活动，10家社会企业进驻。輦輯訛
我国台湾地区政府目前采取的措施主要对公
司型社企有利，其他两种类型的社企从中受益比
较少。“我觉得政府是比较放在创业，跟公司型那
部分，所以NPO这一块没有关照到”，輦輰訛“对于还没
有开始的社会企业或是刚开始的社会企业，也许
有一些资源上的帮助”。輦輱訛
四、港台地区社会企业成长中的政府角色比较
两地政府都对当地社会企业推动做了很多工
作，本文从三个面向把握政府的角色。（1）政府推
动路径：政府选择何种手段来助推社会企业发展，
本文讨论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2）主要介入主
体：出动的部门；（3）公共政策工具：推动措施执行
的重要载体。
（一）政府推动路径比较
1.秉持相似的总方针：巧用行政手段
对于采用何种方式来推动社会企业发展，香
港和台湾两地政府都比较谨慎，选择从“行政路
径”入手，用较法律手段更为灵活、温和的行政手
段“开路”。到目前为止，行政部门是推动社企发展
的主导单位，采用的政策工具也具有明显的偏“弱
涉入度”。因为两地政府均担心对社会企业做太多
规定或干预程度太高会限制其发展，就连社会企
业的定义，都非常宽泛。例如，香港特区政府将社
会企业界定为这样的“一盘生意”：“透过企业策略
和自负盈亏的营运方式，以达致特定的社会目的，
而其不少于65%的可分发利润会再投资于本身业
务，以达到该社企的社会目的”。輦輲訛我国台湾地区政
府对其的定义分为两种：一是社会企业的广义定
义，“泛指透过商业模式解决特定社会或环境问题
的组织，其所得盈余主要用于本身再投资，以持续
解决该社会或者环境问题，而非仅为出资人或所
有者谋取最大利益”。二是狭义定义，即判定是否
属于社会企业的标准：（1）组织章程应明定以社会
关怀或解决社会问题为首要之目的；（2）每年会计
年度终了，财务报表须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并应申
报及公告其社会公益报告；（3）组织当年度可分派
盈余应至少有30%保留用于社会公益目的，不得分
配。輦輳訛其中“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位置”和“利润分
配限制”是社会企业的最为明显的属性特征。如果
从台湾狭义的社会定义来看，对台湾社企的透明
度和公信力要求更高，需要向社会开出一份经过
认证的年终财务账单和公示年度公益足迹。总的
来说，香港的社企定义弹性更大。
巧用行政手段的“似而不同”。香港特区政府
运用行政手段推社企，选择了非常灵活的“介质”
——非营利组织，鼓励非营利机构设立社会企业，
由于非营利机构享有《税务条例》第88条免税资格，
因而其下属社会企业同样享受此等优惠待遇。这样
的做法具有这些优点：（1）显而易见，减轻社会企业
财务负担；（2）为社会企业植入“公益的”内核，非营
利组织在香港发展已非常成熟，一些有公信力的非
营利机构已深得社会信任，那么这些机构的公益性
面孔会顺带传递给所辖社会企业，这样使得在观念
上，社会企业这种组织的运作逻辑更容易被社会接
受，在行动上，社会企业会得到出于“回报社会”目
的购买行为的支持；（3）最为巧妙的一点，用现成的
“食材”烹饪“新的美食”。社会企业是一种新近出现
的组织形态，没有直接适用的法律规范，而“法”是
一项很严肃的实体，修法、立法是一个严谨而漫长
的过程，香港政府并没有“以新立新”的逻辑行进，
而是借助现有“食材”——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规范
系统、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认知与共识，名正言顺
地给予对社会企业支持，呈现“新的美食”——孵化
了大量具有持续力的社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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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社会企业的商业能力或盈利能力
可能受到质疑，毕竟非营利机构给人的一般印象
更擅长“花钱”而不是“赚钱”。因而特区政府采取
了另外的配套措施：媒合跨界指导或合作，链接商
业部门与社会企业的亦师亦友关系，补足社会企
业“可盈利的”内核。按照这样的推动逻辑，香港特
区政府没有调法或立法的措施，民间也比较赞同
特区政府现在的扶持方法，保持对社企的灵活界
定，不建议设立社会企业专法或以立法方式把社
企价值元素引入到公共采购流程中。輦輴訛
台湾的巧用在于以“行政”切入，打开推动的
大门，拉宽社会企业的可能性，为调法、立法设立
“缓冲带”，沿“行政-调法-立法”道路前进。力推台
湾社会企业的“政务委员”冯燕之前强调过，台湾
的社会企业推动方针坚持“先行政，后立法”的逻
辑，因为社会企业需要用商业手法解决社会问题，
难免会遇到法规限制，例如在台湾，“公司法”明确
规定“公司以盈利为目的”，这与社会企业的初衷
矛盾，盈利只是一个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才是社会
企业成立的首要目的。在此推动逻辑的背后暗含
这样的原因，台湾拟直接培育更多的公司型社会
企业或让现有的公司更多的关注社会问题，让位
于组织光谱右侧的公司朝向左侧发展。因此，我国
台湾地区政府在以“行政院”为主要部署部门时，
同时也在联合其他部门商讨调试现有法律法规以
扫清制度上的障碍，如由“经济部”统筹的“社企型
公司保留盈余税务法规调适座谈会”“‘公司法’修
法社企篇焦点座谈会”等行动，力争为公司型社企
减轻经营负担。在这个漫长的商讨过程中，宽松的
“行政推动器”，让台湾社会企业萌发出它尽可能
多元的模样，同时也给法规调试或确立足够的时
间，根据台湾社企逐渐显现的本土化耕植属性去
调整对社会企业的认识和界定，降低法规限制社
会企业发展的风险。
两地政府的具体推动逻辑由图2可见。香港特
区政府力推NPO型社会企业，这也是为什么香港
六成的社会企业都是NPO机构的下属部门。推动
的逻辑，从公益端出发，辅以营利机制。我国台湾
地区政府推动重心有一个转移过程，第一阶段的
重点似香港，第二阶段则把重心放在培育公司型
社企之上，为此类社会企业扫清在营利面向的制
度障碍，并建立支持性系统，让其社会性目标得到
更好实现。
2.政策操作路径差异
此处政策操作路径指政府想要达到某个社企
推动目标而具体采取的行动方式。
（1）香港之“直截了当”与台湾之“不教之教”
从香港特区政府自2000年后推动社会企业的
措施来看，推动对象直指社会企业。对社会企业的
支持态度明确，不管是设立专门部门，还是提供种
子资金，亦或是宣传，“社会企业”是最明显的关键
词。我国台湾地区政府的手法较为间接，2014年以
前对民间团体的人力费用补助，并没有直接指出
是为了扶持社会企业，只是在补助民间团体的过
程中顺带孵化了一批NPO型社会企业。再从社会
企业元年以来的措施来看，政府的主要作为在于
为社会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营造社会
企业创设、研究的氛围，重点不在于资助单个社会
企业运作。因而台湾的社会企业是在“不教之教”
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的。
从两地政府对待社企与社会创业的关系和态
度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直截了当”与“不教之教”的
差别（见图3）。在香港，社企的政策、方案、推动部
门等相对独立于社会创业，把社企放在突出位置。
而台湾，社企推动策略很大部分延伸了原来的政
策和共享已有的资源，社企这一独立地位没有得
到完全确认。例如，在香港，有专门设立的管理社
企事务的部门，台湾主要由“经济部”统筹；香港有
专门的社企官网，直接以“社会企业”命名，而台湾
则将社企网络资讯放置在“青年创业及圆梦网”的
一个版块处，即使劳动部专门建立了一个关于社
企的网站，使用的名称却是“社会经济入口网”；两
地政府想通过社企来促进就业，香港直接推出发
展社企的《伙伴倡自强》、《创业展才能》资助计划，
台湾却在劳动部已经推行多年的《培力就业计划》
《多元就业开发方案》给社企“腾出”一个位置。
从图3可以更加具象地了解这一差异。香港基
本上将社企与社会创业分开推动，当然也有些政
策是重合的，但是这样的比例比起台湾，要少很
多，所以图中重叠的面积相对较小。我国台湾地区
政府多年来都比较注重社会创业和中小企业的发
展，但是社企作为直接的推动对象近几年才有，所
以在台湾的图中，社企早些年被地方政府忽略在
社会创业中（图中用虚线表示），或者说没有意识
去将社企从社会创业中突出出来，近几年则被单
独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但还是依赖原来的社会
创业平台，因此社会创业与社企重叠的部分相对
较大。
（2）香港之“点面共铺”与台湾之“先点后面”
图2 香港与台湾两地政府
近期推动社会企业的逻辑
注：该图自本研究绘制。
公益 社企 营利
香港 台湾公司型社企NPO型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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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部门 香港 台湾
涉及的已有部门
财政司司长，及下面的发展局、扶贫委员会，政
务司司长，及下面的民政事务局、食物及卫生
局、社会福利署、民政事务总署
“行政院”，及“行政院”下的“内政部”“经济部”“劳动部”
“财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卫生福利部”“农业委员
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委员会”“公共工
程委员会”“环境保护署”财团法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新设立的部门
社区投资共享基金、创业轩有限公司、扶贫委员
会、社会企业支持小组、社会企业咨询委员会
无
最主要负责部门
民政事务局，及民政事务局下面的民政事务总
署，社会福利署，扶贫委员会
五院中的“行政院”，“行政院”及下面的“经济部”“劳动
部”
表4 香港与台湾负责推动社企的部门比较
注：该表由笔者自制。
此处的“点”指单个社会企业，“面”指社会企
业生长的环境。香港特区政府在推社企的时候同
时抓“点”和“面”。一边为社会企业创立提供种子
资金、运营等方面的援助，一边打造社会企业支持
性环境。特区政府通过多个计划孕育了一大批
NPO社会企业，例如民政事务总署推出的“伙伴倡
自强”计划，可以为非营利机构申请的每项核准计
划提供最长三年以及最多300万港元的资助。輦輶訛另
外，特区政府也积极调动社会各界资源，给予社会
企业成长所需的运营、财务、咨询、培训、传播等支
持。使之形成社会企业组织与社会企业生长环境
共存共融局面。
香港的“点面共铺”策略中还隐含着一个“牵
手-放手”特点。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推动措施与社
会力量紧密相连，坚持让民间及业界主导，特区政
府所要做的是调动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起一
个牵引作用。起初由特区政府发起或牵头推出一
项社企的推进行动（“牵手”），到一定阶段就淡出
或放手给社会自行运行（“放手”），上述提到的SE-
BC、社创基金、社企民间高峰会、社会企业伙伴计
划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推动过程。
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则把这两个面向分开进
行。在间接性推动的第一阶段，政府依托《多元就
业开发方案》，以“点”支持的方式——给予非营利
机构人力补助，孵化一批NPO型社会企业。第二阶
段，地方政府转为“面”支持方式，从社会企业生长
的大环境入手，让社会企业组织在一个充满“阳
光、水、雨、露”等生长所需元素的生态环境里面自
由成长。从行动方案的四个主要推动面向也可以
支撑这一观点，我国台湾地区政府的主攻方向是
整体的社会企业发展环境营造，而不是扶持单个
社会企业成长。
纵观两地社会企业的成长和政府推动力度，
将这种比较可视化，详见图4。总的来说，香港与台
湾的社企都在不断发展，并且当两地政府直接推
动后，发展速度加快，据官有垣等人研究，2000年
以后，香港特区政府逐渐推动社企发展，86.7%的
社企在此之后成立。[26](P128) 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在
2014年以前基本没有直接推动社企发展的政策，
因此这一时间段用虚线表示。地方政府推动力度
总位于发展趋势的下方表示社企发展是多种力量
共同推动的结果，地方政府力量只是其中一股。两
地社企兴起的时间均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特区
政府比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先采取推动措施，积极
出台各种社企资助计划、建设支持性网络，直接推
动已约17年。而台湾社企在2014年以前可以说是
“放任自流”的发展，政府并没有关注到这一块，社
企被覆盖在社会创新、创业当中。直至2014年《社
会企业行动方案（2014—2016）》被提出时，才出现
专门针对社企发展的政策。因为香港特区政府推
动策略的“牵手-放手”特点，推动力度上升到一定
阶段后，把许多措施的承办权限转让给了民间或
其他组织，因而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一些固定的支
持仍然存在，例如专门设立的支持性社会企业部
门没有撤销，因此推动力度保持在一定水平。这些
状态描述是基于截止到目前的数据，至于将来的
推动趋势和发展趋势有待进一步考察。
（二）政府介入主体比较
两地推动部门安排具有一些相似性。（1）从动
用部门的数量和级别来看，香港与台湾两地政府
均重视社会企业的推动工作，出动了多个主要部
门，涉及重要层级机构，如香港最高级别的部门是
财政司司长，台湾则是“行政院”，都是二级重要政
府部门。（2）从这些部门的性质来看，主管行政、经
济、财政和社会福利的部门在这场推动行动中占
图3 港台两地政府对待社企与社会创业政策的态度輦輵訛
香港 台湾
社会创业政策
SE政策 SE政策社会创业
政策
SE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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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重要位置。（3）两地的司法部门暂时没有直接参
与到推动计划中（详见表4）。
差异部分。最明显的差异就是香港特区政府
为了推动社会企业还专门设立了新的部门，而台
湾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措施。新设立的部门功能上
互补且有针对性，包括统筹、政策咨询、融资、市
场、能力建设等方面，直击香港社企发展过程中遇
到的主要问题，为香港社企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
虽然台湾没有新设部门，但是它调动的部门幅度
大于香港。香港在部门职能的深度上下功夫，台湾
则在管理的宽度上发力，各有特色，共同的目的是
要为社企“松绑”“解压”“引资源”，即让制度环境
的柔性与社会社企组织的混合性相适应，用制度
的“黏合剂”让社会企业的“社会性”与“市场性”两
个相悖的目标能够很好地契合，或降低让这两个
目标相互拉扯的程度。
（三）政府政策工具比较
政策工具可以被分为多种类型，依标准不同，
有多种划分方式，但是共识度最高的则是霍莱特
和拉梅什的三分法，他们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三类：
强制性工具（Compulsory Instruments）、混合型工具
（Mixed Instruments）、 志 愿 性 工 具（Voluntary
Instruments），本文以此为分析维度。
从表5可以看出，香港和台湾两地政府都偏向
于使用强制性较弱的政策工具，政策实施主要透
过混合型工具和自愿性工具开展。用混合型工具
中的补贴工具为社会企业提供创立或运营资金，
补贴的方式有直接拨款、设立关于社会企业的基
金、对NPO型社会企业减免税收等。用信息和劝诫
工具宣传社会企业，常用的手法包括借助网络媒
体传播、编制文本材料、举办讲座或工作坊等，提
高社会对社会企业的识别度和加深对社会企业的
认识；搭建社企资源平台，提供培训、交流、咨询机
会；用挑战赛的方式让大学生关注社会企业，影响
他们的职业选择，让更多大学生毕业后投入到社
会企业行动中来。
在自愿性工具箱中，两地政府都选取了自愿
性组织，特别是将社会企业认证工作交给民间组
织来做。不一样的是，香港特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
合作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目前来看，台湾的社企
推动行动主要靠地方政府内部部门，跨界组织合
作的情况较少。自律联盟在台湾有较好影响力和
公信力，是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在民间最主要的合
作伙伴。在香港，社联、社企-商务中心是社企推动
措施中的重要媒介。社联成立至今将近70年历史，
有超过400多间机构会员，它透过属下3000多个服
务单位，为香港市民提供9成的社会福利服务，是
特区政府多个社企推动计划的咨询者和执行者。
社企-商务中心也是特区政府的得力助手，获得社
会福利署、民政事务总署、工业贸易署等多个政府
机构的持续资助，编制了《社企指南》、《好好开社
企》系列手册等，特别是在宣传、资源提供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从政府政策工具选择的趋势看，我国台湾地
区政府有选择强制性更高的工具的意向（如图5）。
到目前为止，两地政府选择的政策工具性质和范
围相似，但是在未来，我国台湾地区政府打算采用
强制性工具，香港特区政府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计
划。透过台湾“经济部”拟定的《社会企业行动方案
（2014—2016）》，发现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在逐步引
入强制性工具，先是调整“公司法”以符合社会企
业的运营实质，把政府优先采购社企产品或服务
提上日程，这样一步一步规范社会企业管理和运
作，直至形成社会企业专法。
从运作逻辑到负责推动的部门，再到政策工
具的选择，香港与台湾两地的政府角色相似中透
着差别（见表6）。共同之处：（1）行政手段是社企政
策推动的最主要切入点，并发挥强大的资源支持作
用。（2）多个部门参与推动过程，可以看出两地政府
对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视。（3）政策工具选择倾向于
弱强制性，在注入政府行为之时，充分发挥民间组
织的灵活性和察觉社会问题解决的敏感度优势。
差异部分：（1）推动逻辑的出发点，香港以扶
持NPO型社企为主要战略，台湾第一阶段和香港
相似，第二阶段把重点转移到公司型社企。（2）政
策操作路径，香港针对性强且“点面结合”，台湾倾
向“不教之教”环境营造和由“点”至“面”的过程。
（3）政府介入主体的深度和广度，香港的亮点在深
度（涉及的纵向职能部门较多），台湾的亮点在宽
度（涉及的横向职能部门较多）。（4）对待强制性工
具的态度，香港特区政府没有采取强制性工具的
意愿和打算，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则在策划从调整
图4 香港与台湾两地政府推动社会企业的力度和发展
注：该图为本研究绘制。左、右图分别为香港与台湾社
企发展轨迹与政府推动的关系。本图只是根据已有资料对
两个地区的社企发展趋势的大致描述，突出政府推动社企
发展前后的差异，并不精确代表两个地区社企发展轨迹和
政府推动力度。由于两个地区对社企的理解不一致，因此分
别由两个不同的坐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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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 香港 台湾
强制性工具
无 无
管制 暂时无调整 调整中
混合型工具
税收和使用费 暂时无调整 调整中
产权拍卖 无 无
补贴
《创业展才能计划》《伙伴倡自强计划》《活化
历史建筑计划》“社创基金”给予符合减免税
资格的社会企业税收减免
《多元就业开发方案》《培力就业计划》“社
会福祉及社会企业公益信托循环基金”
《“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协助社会发展投
资作业要点》对NPO型社会企业免税
信息和劝诫
设立专门的社会企业网站；制作社企宣传短
片及广播电台社企特辑；举办社企嘉年华活
动；举办“社企民间高峰会”；开发好好社企网
络平台；编制《社企指南》、《社企营商》、《好好
开社企》等实务手册和开发“社企地图”；推出
社企训练课程、社企培训工作坊；社企奖励计
划；赞助举办“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建立社
会企业专区网络入口
举办“社会企业家育成及创业辅导”活动；设
立“社会企业共同聚落”；举办社企社区讲
座、社企假日市集；“社会企业月”；编制社企
标杆案例；举办“社会创新创业竞赛”、
“TiC100社会创业竞赛”
自愿性工具
私人市场 无 无
自愿性组织 社联；社联-汇丰社企商务中心；社会企业总
会（社企认证）
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社企登录）
家庭和社区 无 无
直接提供
公共事业
表5 香港与台湾两地政府在社会企业推动过程中选择的政策工具
注：该表由笔者根据霍莱特和拉梅什的公共政策工具维度绘制。
公司法，逐步过渡到成立社企专法。（5）和民间组
织合作的程度，香港政府与民间组织协作的程度
高于我国台湾地区政府。
五、港台地区社会企业成长中的政府角色逻辑
（一）角色共性源于社企本身的混合性
为什么在推动社企的过程中，香港特区政府
与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在运作逻辑、介入部门和工
具选择上具有相似的倾向？这要归结于社会企业
本身的组织特性。具有混合使命特性和双重运作
逻辑的社会企业，打破现有组织边界和组织追求
目的的单一性现状，依托已经存在的制度体系发
展，但是它毕竟和现存的组织不一样，那它要么适
应现存制度以默默生长，要么适度调整制度环境
以有利于其发展，现在看来，香港和台湾两地政府
都选择了后者。
社会企业作为新兴的组织领域，生长形态的
可能性多种多样，社会问题解决的范围和能力难
以估量，那如何让两地政府的介入成为社会企业
发挥最大价值的助力而不是阻力？给予社企更多
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是必要的，高柔性政策手段和
弱强制性工具适合用于新兴的、尚无立法的政策领
域，[27]这正适用于社会企业这一正在兴起的“第四
部门”，因此，以行政手段切入、倾向使用非强制性
工具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社会企业跨越商业部门与非营利部门的边
界，尽管已是一种独立的组织形态，但其实际运作
还需要多方面、多性质资源的支持，如税收优惠、
法律法规调试等。每个部门的权限职责、资源持有
不一样，为了促进社会企业的全面发展，多个部门
出动可以提供更多资源，所以可以看到香港和台
湾除了法律部门没有参与推动计划，其他部门或
多或少有介入。
（二）政策逻辑的出发点关系政策工具性质的
选择
政策逻辑的出发点与强制性工具的选择密切
相关。若以扶持NPO型社企为主要发展类型的政
策逻辑，选择强制性工具的可能性小于以公司型
社企为重点扶持对象的政策逻辑。香港和台湾两
地政府第一阶段的推动策略，均以NPO型社企扶
持为重点。这样的推动策略可以借助现有的非营
利组织制度框架和法律规范，不仅可以保证社企
的首要使命不变，还可以将税收、政府采购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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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类目 香港 台湾
相同点
行政手段是社企政策推动的最主要切入点；多个部门参与推动过程；弱强制性
工具的选择倾向
不同点
逻辑出发点 以扶持NPO型社企为主要战略 扶持重心从NPO型社企转变到公司型社企
政策操作路径 “直截了当”与“点面结合” “不教之教”与由“点”至“面”
政府介入主体的深度和宽度 亮点在深度 亮点在宽度
对待强制性工具的态度 无意愿无打算 筹备中并以设立社企专法为目标
与民间组织合作的程度 高 低
表6 香港社会企业与台湾社会企业生长模式之政府角色比较总结
注：该表由笔者自制。
图5 香港与台湾两地政府政策工具鱼骨图
注：鱼骨图上、下两部分分别为香港和台湾两地政府采
用的政策工具，“实线箭头”表示已经使用的工具，“虚线箭
头”代表打算使用的工具。使用的工具从左至右排列，表示政
府干预程度越来越强。根据笔者2018年3月1日去香港访谈
的资料，确实证实香港特区政府无对社企立法的打算。
自愿性工具 混合型工具
自愿性工具 混合型工具 强制性工具
香港
政策工具
台湾
强弱
自愿性组织
信息和劝诫
建线上线下平台
学校教育
宣传
奖励
补贴
税收减免
基金
种子资金
HKGCSE
SEBC
HKCSS
自愿性组织
信息和劝诫
建线上线下平台
学校教育 宣传
自律联盟
人力补助
基金
投资
税收减免
调整“公司法”
政府优先采购
“社会企业专法”
调法规调整税率 补贴
税收
优惠直接过渡到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的利润分
配限制自然涵盖社企运营盈余使用要求，通常非
营利组织的利润不得分配，现在学界比较一致的
观点，社会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有一定限制，至于
具体的比例是多少，还需要继续讨论。因此，香港
和台湾两地政府的第一阶段推动政策均不涉及强
制性工具。
我国台湾地区政府第二阶段的政策逻辑转变
为以扶持公司型社企发展为重点，选择强制性工
具的可能性加大，法律法规调试成为其中一个方
向。公司型社企的法律规范将会应用公司法的规
定，而公司法的一些规定对社会企业来说不适合
或较为不利。（1）“公司法”并不把解决社会问题作
为首要目的；（2）应用“公司法”的社企将不能享受
税收减免或其他优惠政策；（3）“公司法”对企业的
利润分配没有限制。第一和第三个问题可能会置
社企于“道德风险”之地，第二个问题可能对社企
的运营造成压力，至少和NPO型社企相比，负担较
重。为了避免社企“不务正业”并减轻发展负担，调
整公司法或设立社会社企专法被纳入考虑范围。
因此我国台湾地区政府第二阶段的政策路径凸显
了其采用强制性工具的倾向。
（三）“赋能”比“赋权”更有效果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为什么我国台湾地
区政府的政策逻辑出发点会转变，而香港特区政
府一直延续最初的政策逻辑，原因有两点：（1）社
会企业的发展路径的多样性；（2）NOP型社企推动
的效果。关于第一点，因为社会企业的混合性，有
多种方式可以通向社会企业，例如，比较常见的路
径，非营利组织师法企业运作或企业将利好社会
作为首要目标，政策当局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要
扶持的类型。
关于第二点，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在第一阶段
的推动效果不明显，转而将重点放在公司型社企
之上，由于香港社企的这一条路径推动成果显著，
能够使政策逻辑得到延续。在以人力补助为主要
扶持方式的第一阶段，我国台湾地区政府对NPO
型社企的资金资助，造成这些社企对政府资源的
过度依赖，即使是在许多较为大型的NPO型社企
的收入比重中，很大部分为地方政府资助，很少有
自主营业收入占到总收入50%及以上，[28]因而可持
续发展成为问题，资助期满后，很多中小型NPO型
社企倒闭，輦輷訛相反，能够活下来的大部分社企却是
没有得到地方政府资助的。[29]那为什么香港NPO型
社企推动得那么成功？两地政府都给予了社会企
业资金补助，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多走了一步，从
“赋钱”到“赋能”之间的转化，不仅提供“钱”让非
营利机构成立社会企业，还重视如何将政府给予
的资源转化为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除了资金
补助，香港特区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社
企的营利能力，例如编制社企运营指南、定期在电
视台播出“社企有道”经营经验交流节目、媒合商
界组织与社企建立师友关系并指导其运营、设立
专门的社企市场顾问部门等等，以提高社会企业
的商业能力，这也许也是为什么香港社企的平均
寿命比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高出许多的原因之
一。輧輮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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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官民”信任关系影响“官民”协作程度
我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均有着发达且程度相似的
市民社会，这是两地社企成长的重要基础性土壤，众
多的社会组织在其中积极倡导社会价值，发挥它们
快速回应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的优势。[30]两地地
方政府在推动社企时也借助了其中的力量。
但是，香港特区政府与市民社会协作推动社
企发展的密切程度高于我国台湾地区政府与台湾
市民社会的协作程度。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社联、
社企商务中心、社会企业总会等保持良好的合作
共治模式，我国台湾地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
目前主要体现在与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共建社
企登录机制这一块。香港特区政府的推动策略往
往借助市民社会组织的力量，调动其价值倡导、影
响力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区政府发挥牵引作用，长
远发展的主力仍是民间组织。我国台湾地区政府
的推动策略则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内部部门的资源
和力量，推动措施中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合作较为
少见。例如，在定期检视社会企业的发展状况方
面，香港特区政府委托社企商务中心每年编制《社
企指南》，总结每一年香港社会企业的发展情况，
这同时也提供了社会企业间交流的媒介。台湾则
以特区政府施政报告的形式总结台湾的社会企业
发展情况。两种总结的目的、重点可能不一致，但
是一般来说，由非政府机构来做这一件事更具有
针对性和客观性。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从各地市民社会
的发展历程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历程得以解释，
即政府与市民社会的信任关系建立过程。台湾的
“社会力”是从“政治力”的压迫中挣脱出来，輧輯訛尽管
随后的社会问题解决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有过合
作，但是不信任的基调一直存在。特别是地方政府
在该做好的领域失职，如食品安全，让公众对其信
心进一步降低，这样的发展趋势使得“社会力”不
断强大以保证更多权利和独立性，降低对地方政
府寄予的期望，因此形成了一种社会问题由“社会
力”自行解决的习惯。基于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
台湾地方社会一直对政府持有不信任态度，那么
由地方政府发动的社会企业推动政策与社会的融
合程度、公众的接受度将会大打折扣，社会企业还
是按照创立初衷自由运作，不过在另一方面，有助
于形成具有台湾特色的多元化社企形态。从社会
企业数量统计的变动范围到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
知差异，社企游离的区间非常广泛。
然而香港特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信任关系要
好于台湾的情况，这是由于在特区香港社会福利
制度建立的过程中，秉持非营利组织和特区政府
充分对话和讨论原则，而这样的一种协作方式深
得公众信任。香港非营利组织在社会问题解决中
赢得公众信任，非营利组织和特区政府保持有距
离的合作关系，特区政府推出的社企方案借由非
营利组织这一媒介，这可能在公众的接受度和认
知度是一个优势。因此，香港特区政府的社企推动
措施与社会有较为广泛的合作，我国台湾地区政
府则主要依靠内部力量。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香港的社企扶持措施体现了特区政府和民间
的高合作与信任关系，特区政府以非营利组织为
媒介，制定种子资金补助、跨界资源网络建构、能
力建设与培养、行业引领与倡导、多样化的社会企
业宣传等措施，孕育了一批以NPO型社会企业为
主的社会企业形态。台湾的“自由萌发”经验具有
台湾社企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地方政府政策对象
和方式的选择影响了台湾地方社会企业生态样
式，不管是第一阶段的“无心插柳”，还是第二阶段
的社企生态环境打造，台湾社企自身有一种自强
自立的精神，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支撑，或者说是
那种不信任而产生的与地方政府的距离感，各自
自由生长，大批公司型的社会企业也在地方政府
社企生态环境的熏陶下发芽成长。本文还发现，也
许正是台湾的这种自由生长形态，使得台湾的社
会企业生态类型比香港地方更加多元化。本文不
能判断哪种地方政府推动经验更好，只是这两种
经验都是基于当地的情境生长形成，各有各的活力。
地方政府行为在这两种模式塑造中占据重要
位置，其中地方政府推动社企发展的路径、出动的
部门和政策工具选择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对象。从
中发现三点共同的地方政府角色特征：行政手段
先行、多部门出动、弱强制性工具倾向。另外，由于
两地的情境差异，政府角色又具有各自的地方特
色。香港特区政府从公益端出发主推NPO型社会
企业，借助现存的非营利组织制度体系，并伴随强
商业能力建设支持，因为这样的政策出发点，降低
了香港特区政府采取强制性政策工具的可能性。
由于扶持效果原因，我国台湾地区政府从推单个
社会治理与建设
图6 香港（2006）与台湾（2005）公民社会钻石模型輧輯訛
107- -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 4期
NPO型社会企业的教训中转而面向社会企业发展
大环境的改造，并将资源倾向公司型社企，因为
“公司法”对社会企业发展有不适或不利的地方，
提高了我国台湾地区政府采用强制性工具来推社
企的可能性，我国台湾地区政府也有从现存法规
调试到确立“社会企业专法”的计划。介于两地社
会企业发展阶段不同，政府会考虑在合适的时候
设立新的专责部门，目前看来香港社企发展的更
为成熟，也设立了几个新部门，而台湾则以跨部门
协作推动为特色。另外，推动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
间组织有适当的合作，这种合作程度与官民间的
信任关系相关，比起台湾，香港的官民关系更为缓
和一些，因此在推动过程中官民协作程度更高。
（二）启示
每个地方的社会企业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
大陆的社会企业亦是如此，本文的研究从香港和
我国台湾地区政府的推动经验中总结一些较为抽
象、具有共性的参考性建议：
1.根据大陆的情境制定推动战略
香港与台湾的社会企业之所以如此有活力，
一定程度上说，两地政府在介入社会企业发展这
一块考虑了各自区域情境的特殊性。那为何两地
的政府角色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与社会企
业本身的属性相关。由于社会企业的混合特性，新
颖的组织形态，增进社会福祉的贡献，两地政府之
所以谨慎处理，一方面担心扼杀了社会企业生长
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可能会毁掉一条解决社会问
题的路径。而地区情境的特殊性让两地政府的角
色又呈现某些差异。因此，若大陆政府有意推动大
陆社会企业的发展，在了解社会企业这一新型组
织特性的基础上，结合大陆情境制定推动战略未
尝不是一个较佳的选择。
2.弱强制性政策工具可作为重点考虑对象
在政策工具选择理论指导下，以及港台两地
的政策工具应用实践，弱强制性工具更适合社会
企业政策贯彻，特别是在政府介入的初期。用混合
型工具中的补贴，为社会企业提供适当资金支持，
形式可以多样，如社企培育种子资金、社企发展基
金等，但尽量避免造成依赖。信息和劝诫是进行社
会企业推广的不错工具选择。在自愿性工具中，政
府可以借助具有社会公信力的非营利组织达到社
企政策实施的目标，例如，大陆的社会企业认证，
目前由中国慈展会主办，深圳社创星承办。现阶段
来看，慈展会社企认证制度不够完善，每年的评选
标准都在变化，若政府想进一步推动社企认证，可
以给予这些组织一些资源，让大陆的社企认证制
度更加标准化、规范化。
3.拒绝“孤军奋战”
社会企业发展并不只单是政府的问题，社会
企业生长在社会中，需要多个部门、多个社会行动
者参与。政府内部部门间协作，可适当调动相关部
门、提供适当资源，指明领头部门，在必要时设立
社会企业专职机构。政府与外部行动者的协作，每
一类行动者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擅长的领域各不相
同，政府可以以“媒人”的角色，媒合社会企业与企
业、社会影响力投资平台、非营利组织、学校、社会
企业专家人士等，建构社会企业资源网络，提升社
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例如，在首届全球公益
金融论坛（2017）上达成的《香蜜湖共识》就是一个
例子，试图透过跨界力量，引导资本向善，助社会
企业融资一臂之力。輧輰訛社会企业成长是整个社会进
步的结果，政府可以多鼓励或牵头开展如此性质
的活动。
注释：
①此处的次级组织指除了政府以外支持社会企业
发展的组织，例如星展银行（DBS）、社会企业中心（SE
Hub）、社会创业实验室（Social Venture Lab）、阿育王（
Ashoka: Innovator for the Public）、影响力投资交换（Im－
pact Investment Exchange）等机构，它们是辅助社会企
业发展的重要支持性单位。
②台湾最大的线上文献数据库。
③笔者（通讯作者）于2016年秋期（2016年9月4日—
2017年1月21日）至台湾高雄大学交换学习，在此期间实
施了访谈。
④輦輵訛本研究绘制。
⑤⑦⑩数据来源：由SEBC和HKCSS共同制作的《社
企力：香港社会企业概况（2012—2013年）》。
⑥⑧輥輯訛輦輴訛数据来源：由香港民政事务局及社会企
业咨询委员会委托香港中文大学和SEBC研究的《香港
社会企业：透视香港社企实况研究报告》，2014。
⑨民政事务总署：《“伙伴倡自强计划”通讯第八
期》，2014年12月。
輥輰訛輦輲訛香港社会企业官方网址：http://www.social-en－
terprises.gov.hk/。
輥輱訛笔者（通讯作者）及团队成员2018年3月1日对
SEBC负责人Jessica的访谈。
輥輲訛《2016社企数字概览》。
輥輳訛此处的“民间团体”根据《多元就业开发方案》的
界定，指：依人民团体法立案之社会团体、职业团体，即
依民法设立之财团法人；依合作社法、储蓄互助法及工
会法设立之合作社、储蓄互助社及工会。
輥輴訛“经济型计划”：民间团体所提具有产业发展前
景，而能够提供或促进失业者就业之计划。另有“社会型
计划”：各部会、直辖市县（市）政府或民间团体所为增进
社会公益，且具有就业促进效益之计划。
輥輵訛輦輳訛“经济部”，《社会企业行动方案（2014—2016
年）（核定本）》，2014年9月。
輥輶訛輦輯訛我国台湾地区政府，《社会企业行动方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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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执行情形》，2016：10-12；22。
輥輷訛“经济部”人才快讯电子报，“国发基金挺社会企
业匡列十亿元助发展”，2015-10-13；22。
輦輮訛创柜板：类似大陆的创业板。
輦輰訛资料来源：笔者2016年12月20日笔者对喜憨儿
基金会董事长助理林特助的访谈。
輦輱訛輦輷訛资料来源：笔者2017年1月17日笔者对蒙恩听
障烘焙坊潘执行长的访谈。
輦輶訛参见《伙伴倡自强计划》官方网站：http://www.esr.
gov.hk/tc/about_esr.html#overview。
輧輮訛根据香港丰盛社企学会（FSES）、民政事务局出
版的“Booklet：HK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Best Practices（2015）”指出，香港社企的平均寿命为9.3
年，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7年。
輧輯訛1949—1987年台湾处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之
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允许经济自由发展，但是限制
非经济的民间集会与结社自由，致使这一时期的台湾社
会只有“政治力”与“经济力”，而缺失“社会力”。
輧輰訛搜狐财经.《香蜜湖共识》正式发布，http：//www.
sohu.com/a/208411218_160818，201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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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holars have verifi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but rarely pay close
attention to how the social capital works. To fill in this gap，this paper put forward a basic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interpersonal trust，which contributes to participation behavior. Based on CGSS2012 national survey data，this
study found that organization mobilization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both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itizen political election
and public welfare servi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ommunity. However，joining the organization is not correlated with political
election but joining the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 show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rights of action significantly，
and strong relationship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ollective action in rural community. This finding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China about guiding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orderly，cultiva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bility，furthe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Citizen Participation；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oci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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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Basic Problems of Gated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Governance
Chen Yuepeng1 Wang Pusheng1 Li Xueshi2
（1.Shenzhen Graduate School，Tsinghua University；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henzhen 518000）
Abstract：Western research on gated communities is mainly based on fear culture and consumer clubs. The former is more
explanatory of the growth of gated communities in China. The gated community of our country show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shape of historical factors，and this complexity is more prominen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egal
order remodele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gated communities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growt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border” problem behind gated communities，put the wall in the overall social relationship to analyze deep
relationships，and stud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behind the physical walls so that we can truly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between closure and openness.
Key words：Gated communities； Block； Fear； Consumer club； Boundary theory
（10）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Growth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Luo Wenen Huang Ying
（School of Management，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1）
Abstract：The govern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growth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the growth of their respective social enterprises. We find that the five
aspects：the logic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the path of policy operation，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mandatory tools and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civil organizations are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social enterprises also shows some similar points：the administrative means is
the primary entry point of policy action； the intervention subject is pluralistic； it has the tendency to choose the weak -
compulsory instruments. In addition，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logics behi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there are： （1） the
commonality of government roles stems from the mixed attributes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emselves； （2） the starting point of policy
logic affect the choice of the nature of policy instruments； （3） “empowerment” is more effective than “empowering”； （4）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s a process of accumulation，which is influenced by the trust between
officials and civil society.
Key words：Social enterpris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 Hong Kong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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